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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
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谭虎娃

1914年列宁曾讲过：“马克思主义是马
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是列宁从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角来说，是从20世纪初
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方位来看。那么，随着历
史不断向前推进与演变，延安时期马克思主
义已经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
理论”，是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期。中国共产党
的领袖毛泽东对比、研究中国革命正反两个
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任务，对“什么是马克思
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了新认识，对
马克思主义变成人民群众改变世界的物质
力量，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新举措。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概念的界定

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
质属性——大众性这一特征与要求，对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厘
清与界定。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是工农
兵学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论
述文艺为谁服务的这一核心问题时指出：“什
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
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那么文艺“第一是为工
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
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
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
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
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
军，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
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
大的人民大众”。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文艺服务、教育的
对象就是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世界历
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大众。人民大众
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当然，人民
大众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境的变迁所包含的内
容有所不同。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是“彻
头彻尾彻里彻外”。1942年 2月，毛泽东在
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
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
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
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
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
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
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
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如果是不但口
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
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

‘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
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
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
化。”大众化，“大众”二字讲的是广度，而

“化”则强调的是“程度”，即不是枝节末叶，
而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化”又具体包含
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要大众
化，即把抽象的深奥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
的理论；二是要“化”大众，即让大众接受马
克思主义，并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

的言行。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是群

众的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
中提及四篇论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
章。第一篇文章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
简要读本》上摘录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
做宣传，即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来宣传，而
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
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第二
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的报告中摘录的，强调在宣传中“应当
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
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如果
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
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当你写东西
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
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
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
人讲话”。第三篇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
如何写文章的一封信。其中鲁迅写道：“留
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
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
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
词之类”。第四篇是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
民族化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
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
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
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
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
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
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四篇文章都在强调，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必须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即言之
有物，有的放矢，通俗易懂。这是接近群众、
教育群众的桥梁。

最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把
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
1942年 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
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
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
打成一片。”1944 年 4 月，针对周扬为《马
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一段
引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
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
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
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
意志联合起来，并将他们提高起来”，毛泽
东指出：“‘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
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
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
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
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
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
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
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
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毛泽东关于艺术
创作目的的论述，毫无疑问是具有普遍性
的，完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
的之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抽
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群
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使之将人民
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成为人

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认识要求

大革命的失败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
次“左”倾错误，都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
认识清楚，但正是在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
对比中，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组
织、政治领导的基础上，延安时期毛泽东对
这一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并成为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成功实践的基础与前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
指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延安的党
员干部和外来知识青年中流行一些顺口溜，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干部思想认识上
存在着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的问题，
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本本，是大部头的马克思
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记诵马克思
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是
用实践来套这些理论。对此，毛泽东1938年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整风运动中提出了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
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实事求
是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
东颇有感慨地总结道：“教条主义是哪里来
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
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
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毛泽东
的这些要求，就是要使党员群众深刻认识把马
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共产国际
指示神圣化的做法，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
义，也是必然要失败的。

其次，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
体的马克思主义。1937年7月，在《实践论》
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
物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
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
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
来为实践服务。”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
和实践性两大特征就决定了其不是书斋里
的学问，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与实
际相结合，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
一步论述道：“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
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
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
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
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
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
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
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
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言概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实
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毛泽东的
这一思想指出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中“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
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
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方法。”

最后，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般规

律的结论”，而且也要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
法。针对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
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
单纯的学习，结果是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
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它们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
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
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
东号召党员干部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
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
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
和方法”。只有学习“一般规律的结论”，革
命中才能坚定信念，才能不偏离马克思主
义的本真；只有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更好解决新问题，创
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释历史
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
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
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具体推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
领导集体的核心，多渠道、全方位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
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指
导下制定的正确的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和策略深入党员群众的认识与实践之中。

首先，强调“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
版。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
义，而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一是
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
介绍和讴歌，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的集中翻译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20年在北京的毛泽东学习了《共产党宣
言》，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延
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
出版工作高度重视。1938年，中央军委把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学习作为军事干部
的必修课，为此，成立了军委编译处，负责
把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及苏联的军事材料等
翻译成中文。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
召开会议，决定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等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
由毛泽东等 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延安整
风开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了《思想方法
论》的编译出版工作。1942年 9月，毛泽东
给主管宣传工作的凯丰的信中提出“中央
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的设想。1943年 5
月，经毛泽东的提议和亲笔审定，中共中央
作出了《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
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
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
告、结论中一再提到翻译工作，指出“轻视
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
的”。在闭幕式上，毛泽东更是提出：“没有
翻译就没有共产党。”经毛泽东的倡导与推
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
出现了一个高潮，成果众多，成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重要途径。

其次，用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人
喜闻乐见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并深
入人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不光
有一个准确翻译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结
合本国实际的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把马
克思主义抽象、深奥的理论民族化、通俗
化、形象化，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容易理解
和接受。毛泽东用古代哲学的“矛盾”概念
表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用“矛盾论”
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
系；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用“愚公移山”来说明人的
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比作“矢”和

“的”的关系，强调要“有的放矢”；用《水浒
传》里三打祝家庄的典故，来阐述研究问题

不能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道理；用
“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
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
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
者必居其一”来说明革命进行到底的思
想。毛泽东在大众化语言的运用中，最为
典型的是后来称之为“老三篇”的《纪念白
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用通
俗、易懂、大众的语言，塑造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
白求恩，革命彻底主义的愚公等三位鲜活
的共产党人形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
众化、通俗化。

再次，领导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把全
党思想统一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上来。1938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
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纲
要指出，“大大的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
育”，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
保证。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上，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
务。他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
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所以，“普遍地深
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
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
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
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
多一点，更好一点”。从 1941年起，针对党
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硬化，把苏联
经验神圣化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
又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
义学习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它“在精神
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整风党
就变了性质，我们就不能前进”。为了推
进学习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在毛泽东的
领导下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学校教
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把所有干部纳入到
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中；二是对延安创办
的报刊杂志进行改版，使得“整个篇幅贯
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
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形成了“全党
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局面。通过学习运
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上来，并将之写入党章指导全党行动。

最后，倡导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做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党校开学典
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中
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
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
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
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那么，理
论联系实际，“就是联系历史，联系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联系今天党内的情况，今天党
内工作实际”。在联系历史实际方面，毛泽
东编写干部学习课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
产党》，编辑党书《六大以来》和《六大以
前》，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在全党掀起了一股学习研究、认识评价中
国共产党历史的潮流。在联系革命实际方
面，1941年 3、4月间，毛泽东把过去自己调
查研究的文章汇集成册为《农村调查》，并
于同年 8月 1日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关于
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
决定》，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实事求是、调查
研究之风。1942年 1月 21日，《解放日报》
发表题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钥匙》的社
论，指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于掌握
马克思主义武器，指引了一条捷径，提供了
一个宝贵的钥匙。这对于全党学习应用马
列主义，将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从这个决
定以后，调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学习马列主
义的主要环节了”“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
究工作，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
活生生的统一”。

（作者系延安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曾就读于北京二龙路学校，和大多数同学
一样，怀着对红色延安的憧憬，于1969年1月到陕
西延安临镇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一同前来插队
的北京知青共12人，其中男生7人，女生5人。

1972年，正是各个单位对在延安插队的北京
知青大招工的时候。那段日子里，每天下午一收
工，所有知青都围在窑洞墙角上一个灰黑色的有
线广播小喇叭前，屏着呼吸听着里面传来的宣读
各生产队知青的名字和分配到何地何单位以及报
到时间的声音。每当喇叭中传来一个知青的名字
时，似乎像是对一个人命运的宣判，那种跌宕起伏
的揪心瞬间刻骨铭心。

我们小队的知青陆续得到分配，后来只剩下
我和一个男生了。那时我 20岁，而这个男生正是
我最爱慕和最让我动心的。他唱歌时独特的带着
磁性的声音使我如醉如痴。我甚至想，如果这山

沟里只剩下我们两个北京知青，我宁愿插队一辈
子——只要和他在一起。

但天不答应。最后一批分配名单公布了，上
边有他没我。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此时，整个生产队只剩下我一个知青了！

我们知青住在半崖上的三孔窑洞中。吃水
要到沟里挑，每天要劈柴、推磨、种自留地，收工
后要自己做饭。平日里男生干的有些活，如今
我一个人全都要承担起来。这一切令我五脏俱
焚。

我心如刀绞，含泪帮这个男生收拾完东西把
他送走。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一瓶白酒。

常听说喝酒能解百愁，但我不会喝酒。傍晚
时分，我才回到了冷清黑暗的窑洞。我盯着小
煤油灯那惨淡的光，咬牙把一瓶白酒全都倒入
了一个搪瓷缸子，然后就像喝凉开水一样一饮

而尽——片刻之后，我就觉得脸发烧，天旋地
转，随后倒在冰冷的土炕上失去了知觉。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大亮，酩酊大醉的我被冻
醒了。睁开眼，看到掉在地上的搪瓷缸时，我才明
白我还活着。小小的搪瓷缸伴我熬过了这个凄凉
难忘的长夜。

1972年底我被招入延安市美术公司工作，
1979年返回北京后，曾在北京民政工艺品公司工
作，直至退休。

人生莫测，时光荏苒。不觉之中，我已步入了
老年。如今，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很是知足。

在第二故乡延安的黄土地上，我洒过汗，也流
过泪，至今难忘那段坎坷的经历。这个搪瓷缸也
一直默默陪伴在我的身边，替我保守着秘密。

由衷感谢那段逶迤前行的峥嵘岁月——活着
真好！

走过青春 一个搪瓷缸
杨瑞英

◀ 北京知青王春英（左）再回故土，与乡亲交谈

“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群众喜闻乐见
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使之将人民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成为人民大众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